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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
研究述评与展望

郁培丽,  刘沐洋,  潘培尧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169）

摘    要： 颠覆性创新不但与既有技术范式和制度逻辑冲突， 而且还与创新有关群体分歧

严重，其合法性是创新研究的重要前沿理论课题。本文综述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研究成果并指

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分析了创新合法性评价者视角兴起的现实背景与理论意义，评述

了该研究视角下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内容与特点，总结了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的颠

覆性创新合法性理论内涵。其次，评述了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物质利益、精神价值与道德规

范冲突对其合法性的挑战，回顾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市场选择与扩散机制

等有关研究。再次，综述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研究对于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的关注，总结了颠

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提出了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

视角的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研

究提供参考，为颠覆性创新实践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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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合法性是指创新活动在满足社会规范等制度约束下，通过提供创新性产品或服务取

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创新策略，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行动认可、接受的程度，强调创新相关

群体对创新的可接受性、可取性或适当性的判断（Suchman，1995；Suddaby和Greenwood，
2005）。迄今为止，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视角对创新合法性进行学术探讨：制度视角、战略视角和

评价者视角。制度视角把创新合法性视为组织的内在需求，解释了在场域结构化动力的作用

下，场域内各组织的结构和实践如何达成制度同形，超越任何单一组织的目标控制（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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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Castellano和Khelladi，2016），是新的组织结构或实践在场域环境中的制度化过程

（Holub，2003）。战略视角把创新合法性视为可以帮助组织实现经营目标的资源，强调组织如何

运作以获得社会支持（Ashforth和Gibbs，1990；Zimmerman和Zeitz，2002），着重研究组织合法性

的获取、维持和修复策略（Zimmerman和Zeitz，2002）以及组织如何应对制度压力的策略

（Oliver，1991）。评价者视角认为创新合法性根源于受众的眼中，是创新利益相关者对创新在

社会情景中是否合理的主观评价（Tost，2011；刘云和Greg，2017）。评价者视角下研究创新合法

性，涉及利益相关者对创新的价值判断，强调价值判断差异所产生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利

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具有创新价值发现以及社会价值协同意义。创新合法性制度研究视角与战

略研究视角都强调从组织本身出发，而忽略了创新群体、创新利益相关者对创新的主观评价，

对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因受众影响的动态演化的理论揭示不足。新兴的评价者研究视角强调利

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关注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有助于深化研究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及其动态

演化。

颠覆性创新相较于渐进性创新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正日益成为企业竞争以及国家发展

的重要战略行动。颠覆性创新是指携全新技术（商业模式）的新进入者，起初定位于潜在的高端

新市场或低端市场，随着其产品或服务性能的提高，最终吸引主流消费者，并且彻底改变原有

技术范式以及市场竞争格局的创新过程（Bower和Christensen，1995；Christensen，1997）。颠覆

性创新一方面改变既有技术范式，在产品、工艺或商业模式上对现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重大颠覆

性改变，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新模式的创新程度极高，往往会引发市场本质

性变革；另一方面改变既有技术轨道、商业模式、市场结构及产业格局，并创造全新的需求行业

和市场，进而改变市场现行制度逻辑。颠覆性创新为企业创造最优独特竞争优势，使现存政策

法规局限性进一步暴露。颠覆性创新与现有制度逻辑冲突，在技术范式、行业标准、消费偏好、

群体认知、政策法规等方面产生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使得创新不确定性极为突出。其所呈现

出的大众难以理解的、与既定的规范和规制相背离的特点，使得挑战大众的信念以及惯例，从

而导致创新群体对其实用性和可靠性的大量质疑。因此，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及其动态演化是创

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过程。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是创新利益相关者乃至全社会对具有

颠覆性创新战略取向的创新行动的价值判断、价值冲突、价值认同的进程。在这一战略进程中，

颠覆性创新战略取向、颠覆性创新企业家战略行动引发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进而引发全

社会物质利益、精神价值以及道德规范价值冲突。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进一步影响企业家创新

行动，进而促进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Aldrich和Fiol，1994；Geels和Verhees，2011；
Bunduchi，2017）。可见，评价者研究视角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分析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研

究提供了更加深化的理论视野，国内外学者借助评价者视角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分析对颠

覆性创新合法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了评价者研究视角有关创新合法性

研究成果，评述了评价者视角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研究内容；总结了基于评价者视角研究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的研究论点，梳理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来自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的挑战

与演化路径；综述了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引

发的创新市场选择机制、创新扩散机制，从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

系着手，探索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理论分析框架。

二、  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关注创新价值冲突

评价者研究视角认为创新合法性是利益相关者对创新在社会情境中是否合理的主观判断

（Tyler，2006；Bitektine，2011；Tost，2011；Bitektine和Haack，2015）。利益相关者会按照一定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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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进行创新价值判断，即利益相关者由于公司决策和行动所体验到的效用（Lankoski等，

2016)。
（一）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的兴起

创新合法性评价核心是评价，涉及评价客体与评价主体等系统要素。评价客体即被评价者

评价的创新行为，评价主体即评价者是创新受众，就是创新的利益相关者，即影响创新或者会

被创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Freeman，1984；Zimmerman和Zeitz，2002），如供应商、政府、机构投

资者、消费者、雇员等。然而，不管是制度视角还是战略视角，都将这些创新利益相关者视为是

创新合法性的被动接受方，更多地关注组织为什么要追求合法性以及组织怎样获取、维持和修

复自身的合法性，忽略了利益相关者作为评价者如何对创新合法性进行评价。因此，21世纪伊

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评价者如何判断组织的合法性、创新行为的合法性，即合法性是在同

一组织领域内由他人授予的判断，是在利益相关者层面展现其系统及其可衡量的价值的能力。

利益相关者在组织、创新合法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它们可以共同地影响社会系统的规范

（Bitektine，2011）。进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如何感知和判断创新价值

（Lankoski等，2016)，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由企业创新而体验到的货币或非货币价

值的主观判断（Tost，2011；Harrison和Wicks，2013），以及企业创新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Wood，2010）。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日益渗透、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创新行动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社会规范系统日益去中心化，不同个人、组织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差异

化，人们对于创新行动的价值判断更加积极、主动、异质，这是评价者研究视角兴起的重要现实

背景。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新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这些研究日益关注合法性创新受众即

评价者是如何围绕创新合法性做出价值判断的（Tost，2011），促使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判断差异化分析成为重要理论课题，这是评价者研究视角兴起的重要理论背景。

（二）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的研究内容

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着眼于评价者的物质利益、精神价值和道德规范三个主要方

面的价值判断。当评价者从达到自我定义的目标和结果进行价值判断时，就是基于物质利益的

自我计算来进行的价值判断（Tost，2011；Lankoski等，2016），关注点是创新对自我低层次需要

的满足程度。当评价者从能肯定自身身份，支持自我价值感，确保他们的尊严得以维护等方面

进行评价时，就是基于精神价值进行的价值判断（Tost，2011），关注点是创新对自我高层次需

要的满足程度。当创新与评价者保持一致的道德规范价值观时，评价者是基于道德规范进行的

价值判断（Leach等，2007；Skitka等，2009），关注点是组织对社会福利的促进程度。Santos和
Eisenhardt（2009）在研究利益相关者价值判断中，指出价值判断标准多种多样、因人而异，且非

常广泛，其中核心是消费者的价值判断。

评价者研究视角的价值判断除上述差异性特点外，不同价值判断又对其他价值判断主体

产生影响（Lankoski等，2016），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Lankoski等（2016）研究利益相关者价值判

断，关注价值判断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判断水平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个人和集体的

认知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在一个迭代循环中，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个人判断构成集体判断，集体

判断影响个人判断。Kugler等（2012）的研究也关注了小组讨论导致个人价值判断的改变。Von
Pechmann等（2015）和Roy（2018）研究指出，领先用户、供应商等核心利益相关者价值判断影响

主流用户、新兴企业等外围利益相关者价值判断。领先用户采用颠覆性创新技术，给其他用户

发出可信信号（Weigelt和Camerer，1988）以促进外围利益相关者“拥抱”颠覆性新技术（Adner和
Snow，2010）。

综上所述，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新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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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研究特点是利益相关者价值判断的差异性与动态性，强调评价者作为创新合法性评价主

体是如何对相关创新进行合法性评价的。该研究视角有助于揭示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

冲突，为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分析构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理论分析框架奠定基

础。评价者视角下创新合法性内涵，如图1所示。

（三）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下的创新价值冲突分析

创新合法性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创新利益相关者在物质利

益、精神价值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创新价值冲突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于创新的可接受性，而评价

者判断的动态性会让创新合法性的评价变得更加复杂，这在颠覆性创新的创新群体价值冲突

中表现更加突出。创新会打破既有市场逻辑、规则等，使得物质利益重新分配，因此，创新首先

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物质利益冲突。Bunduchi（2017）研究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物质利益冲突，关

注二级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物质利益判断与公司管理层的判断有所不同，发现管理层可能试图

操纵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以牺牲利益相关者的福利为代价来服务他们的利益。不同个体或

群体，依据自身的效用函数会给出不同的物质利益判断。因此，只要是创新，就会产生物质利益

冲突。其次，创新引发利益相关者在精神价值判断上的不兼容性，自我价值感有所差异（Tost，
2011），产生情感冲突（Pinkley和Northcraft，1994；Amason，1996），包括感觉到的紧张和摩擦

（Wallin，2016），产生厌恶、不信任等消极态度（Geels和Verhees，2011）。滴滴网上约车平台的推

出，使得老年人打车变得更加困难，由此产生对滴滴的厌恶。Wallin（2016）研究公司员工对创

新的感知，发现员工对创新的不公平感会造成焦虑等精神价值冲突，这些会影响创新合法性的

扩散甚至使其处于停滞状态，而积极的精神价值则会促进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与合作。可见，创

新会产生利益相关者精神价值冲突。再次，创新会产生新知识、新理念等（Aldrich和Fiol，
1994），由此挑战利益相关者已有道德规范、思维体系、价值观等，因而产生道德规范冲突。

Hall等（2014）研究转基因技术，Geels和Verhees（2011）研究核能源等颠覆性技术的使用，都关

注了颠覆性创新所引发的科学家、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其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的差异（Leach等，

2007；Skitka等，2009；Hall等，2014），甚至引发道德规范冲突（Aldrich和Fiol，1994；Wallin，
2016）。因此，创新会产生利益相关者道德规范冲突。

综上所述，评价者研究视角在价值判断多元化背景下兴起，以社会心理学、新制度理论为

基础，侧重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判断研究，关注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为研究颠覆性创新合法性

及其动态演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依据，对于深化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理论研究具有重

要启示。

创新 创新
评价者

创新合法性

创新
利益相关者：
新进入者
在位者
用户
供应商
……

创新
利益相关者
价值冲突：
无知利益
精神价值
道德规范

创新
合法性挑战

 
图 1    评价者视角下创新合法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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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价者视角下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挑战与演化路径

颠覆性创新改变产业技术范式、成本结构以及市场竞争格局（Bower和Christensen，1995；
Christensen，1997），引发创新在位者、新进入者、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其创

新价值冲突更加广泛与不可调和。创新合法性评价者研究视角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分析，

为深化理解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挑战提供理论依据，为从理论上探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

化机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挑战

颠覆性创新面临来自于创新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价值判断，会引发创新利益相关者物质

利益、精神价值、道德规范冲突，影响创新利益相关者对颠覆性创新的可接受性，因此其合法性

的确立往往面临严峻挑战。

1. 颠覆性创新物质利益冲突挑战

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的不同价值主张是颠覆性创新的初始动力（Hart和Christensen，
2002）。利益相关者的不同价值主张首先表现为颠覆性创新物质利益冲突挑战。

从创新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的角度看，一方面，颠覆性创新功能属性与主流消费者的需

求偏好相冲突（Bower和Christensen，1995；Schmidt和Druehl，2008），或主流消费者需求偏好无

法得到满足（Ray和Ray，2011；Lim和Anderson，2016），因而得不到主流消费者的支持。另一方

面，颠覆性创新虽然具有试验消费者所重视的创新功能属性，但是由于其创新功能属性不成

熟，容易引发颠覆性创新与新消费者偏好价值冲突。Von Pechmann等（2015）指出当潜在的新

消费者将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进行比较时，由于电动汽车电池续航里程有限，而选择不购买。

Parry和Kawakami（2017）指出，消费者如果很看重颠覆性创新所不具备的功能属性，会对颠覆

性创新的扩散构成严重阻碍。因此，颠覆性创新面临消费者偏好价值冲突挑战。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位者的角度看，颠覆性创新通过改变在位企业产品主要竞争性能而

改变竞争方式（Danneels，2004），随着颠覆性产品竞争创新性能的逐渐改进，颠覆性创新新进

入者会蚕食（Adner和Zemsky，2005）在位者的市场份额（Henderson和Clark，1990；Christensen和
Rosenbloom，1995；Christensen和Bower，1996；Christensen，1997），影响在位者的盈利能力与利

润来源（Von Pechmann等，2015；Osiyevskyy和Dewald，2015；Hynes和Elwell，2016；Pérez等，

2017），因而产生新进入者与在位者市场价值冲突。Hall等（2014）在研究转基因技术时，关注到

颠覆性创新技术过快的扩散会破坏在位者市场份额，产生新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市场价值

冲突，而遭遇严重抵制，使得颠覆性创新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同样的，半导体和光电子产业的发

展就曾遭到了真空管电子公司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强烈抵制，因为半导体和光电子产业的

发展严重侵蚀了真空管电子公司的既得市场利益。Charitou和Markides（2003）发现，未对颠覆

性创新作出反应的在位者更可能将颠覆性创新视为破坏了其现有的分销网络价值。在位企业

甚至会采取收购（Hynes和Elwell，2016)）、掠夺（Rothaermel，2001）、投诉等极端抵制手段来阻

碍颠覆性创新的发展。在音乐行业，Napster被认为是数字音乐发行的鼻祖，它的出现颠覆了这

个行业，而在位企业通过诉讼手段迫使Napster关闭，进而阻碍了颠覆性创新的发展。在位者可

能会游说政策制定者，以禁止颠覆性创新的发展（Dewald和Bowen，2010；Parry和Kawakami，
2017）。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供应商的角度看，供应商可能不愿意迅速扩大可用于颠覆性创新的产

品的数量，因为供应商可能会担心其对现有产品的销售产生不利影响（Christensen，1997）。在
某些情况下，供应商的价值网络可能与主流市场产品的价值网络重叠，因而供应商对提供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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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的产品反应消极，甚至拒绝颠覆性创新（Parry和Kawakami，2017），产生市场价值冲突。

Parry和Kawakami（2017）指出，产品价值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会阻碍颠覆性创新的扩散。

在电子书出版市场，已有的批发商虽然都已经进入了电子书出版市场，但是他们并未积极追求

这一业务，因为分布在互联上的电子书对批发商利润构成直接威胁，产生市场价值冲突。因此，

颠覆性创新与核心供应商存在市场价值冲突，阻碍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综上，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颠覆性创新与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物质利

益冲突挑战，进而阻碍核心利益相关者对颠覆性创新的可接受性，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挑战。

2. 颠覆性创新精神价值冲突挑战

颠覆性创新由于其独特的新颖性超出利益相关者的认知范围，容易引发利益相关者的质

疑、诋毁、猜忌等情绪，甚至会被当成“骗术”而遭到利益相关者的敌对，产生精神价值冲突，从

而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推广。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位者的角度看，在位企业管理者有固定的思维模式，无法想象颠覆性

创新带来的机会，因此往往表现出企业强烈的抵触情绪（Christensen，1997；Gilbert，2005）。新
兴的颠覆性创新可能与管理层对行业成功因素的看法相矛盾（Tripsas和Gavetti，2000），导致高

层领导人员或骨干员工的强烈反对。因此，对颠覆性创新的认知差异（Gilber t，2005；
Chesbrough，2010）引发在位者的情感价值冲突，阻碍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的角度看，由于颠覆性创新的产品竞争属性还不够完善，试验消

费者会感到怀疑，容易引发颠覆性创新与试验消费者信任价值冲突。Von Pechmann等（2015）
指出，试验消费者在电动车试驾后，由于家用充电设备或续航能力等问题而引发了诸多怀疑。

Parry和Kawakami（2017）指出，由于颠覆性创新缺乏充足的互补产品供应，会导致试验消费者

的轻易否定。Wallin（2016）指出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有产品，当颠覆性创新产品出现的时候

会导致人们对其不信任。此外，颠覆性创新产品性能缺陷的负面影响，引发消费者情感价值冲

突。Hynes和Elwell（2016）指出，移动语音网络协议技术（mVoIP）的性能缺点，如爆音等会导致

消费者不满，进而延迟消费者对颠覆性创新的采用。Jiao和Zhao（2014）发现企业员工使用颠覆

性创新技术时的焦虑和挫败感会影响颠覆性创新的使用。因此，颠覆性创新引发核心消费者信

任价值冲突、情感价值冲突，阻碍颠覆性创新的发展。创造积极的精神价值认同，是促进颠覆性

创新有效扩散的有利条件（Geels和Verhees，2011）。
综上，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颠覆性创新与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精神价值冲突，

阻碍核心利益相关者对颠覆性创新的可接受性，对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

3. 颠覆性创新道德规范冲突挑战

颠覆性创新产生新模式、新理念、新思维、新知识等，挑战既有的制度规范、道德伦理、社会

文化、认知体系等，人们的有限理性被加剧（Matos和Hall，2007），引发更广泛外围利益相关者

道德规范冲突（Stremersch和Lemmens，2009），阻碍颠覆性创新的发展（Alexy和George，2013）。
Geels等（2018）研究英国低碳电力系统的创新合法性，发现英国低碳电力的发展面临着政

府政策变换的风险，引发制度规范冲突。同样的，Parry和Kawakami（2017）指出，颠覆性创新挑

战已有社会制度，更广泛外围利益相关者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引发制度规范冲突，一种可能

的解决方案是试图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以为颠覆性创新降低成本，但这样的尝试可能需要

很长时间，因此当遵守法规的成本过高时，一些企业不会进行颠覆性创新。Russell（2013）指出

一些颠覆性创新会挑战人们的道德伦理，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它们的不当使用会对人

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国外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有基于宗教伦理的，包括对物种的多样性遭到

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等担忧（Hall等，2014；Geels和Verhees，2011），引发更广泛外围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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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道德伦理冲突。同样的，Hall等（2014）指出发光二极管照明的使用可能会导致赌博加剧而产

生破坏家庭关系等副作用，阻碍了颠覆性创新的发展。Geels和Verhees（2011）发现荷兰核能源

的推广和使用受到来自科学家、部分公民的抗议，他们对其安全性提出强烈质疑，引发了大规

模抗议活动，阻碍了荷兰核能的推广使用。颠覆性创新代表一种创新文化，在不确定性规避的

社会文化中（Hofstede，2001），人们相对缺乏冒险，更可能将创新视为危险（Tellis等，2003；
Erumban和de Jong，2006），引发更广泛外围利益相关者文化价值冲突。Hall等（2014）指出有色

棉花的应用可能会导致单一文化，造成社会问题，引发文化价值冲突，遭到更广泛外围利益相

关者的抵制。由于颠覆性创新的新颖性，人们对其知识的了解甚少，因而容易引发更广泛外围

利益相关者认知冲突。Hall等（2014）指出有色天然棉花要颠覆现存的棉花生产方式，就面临着

建立全新国际营销知识体系的挑战。他们关注的第一款个人AM晶体管收音机作为颠覆性创

新产品，它的出现因人们对其知之甚少而饱受非议。可见，颠覆性创新面临更广泛外围利益相

关者认知冲突的挑战。

综上，颠覆性创新面临更广泛利益相关者道德规范冲突，由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稳定性，更

广泛利益相关者道德规范的改变是一个充满争议并且比较复杂漫长的过程，各个群体都在公

共舞台上进行表演，以影响与创新相关受众的道德规范价值判断（Geels和Verhees，2011），因
此，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的确立往往困难重重。

（二）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路径研究

核心利益相关者物质利益、精神价值、道德规范价值冲突，引导企业家创新市场价值发现，

驱动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方向与市场选择。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又进一步引发创新更广泛外

围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进而颠覆产业制度、行业标准等，形成产业发展的全新社会情

景、制度规则，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得到扩散。因此，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

略行动互动关系，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市场选择与扩散机制，利益相关

者价值冲突内生性决定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路径，如图2所示。

颠覆性
创新行动

颠覆性创新
持续改进行动

市场价值
发现

颠覆性创新
合法性驱动机制

颠覆性创新
合法性市场选择机制

颠覆性创新
合法性扩散机制

利益相关者
价值协同

制度逻辑改变

在位者产品用户、
社会媒体、
征服……

外围利益相关者
价值冲突

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

试验用户、在位者、
供应商……

核心利益相关者
价值冲突

颠覆性创新
战略行动

 
图 2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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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

颠覆性创新首先引发核心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引导企业家创新市场价值发现。颠覆性创

新改变既有技术轨道、技术范式或商业模式，开辟出全新市场，其创新战略取向来自于消费者

痛点、在位者市场价值空白、产业供应链矛盾等，其创新行动进一步引发新一轮创新有关群体

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市场价值发现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使利益相关者对颠覆性创新的认可、

接受程度不断改变，从而驱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

从创新核心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的角度看，颠覆性创新引发试验用户价值冲突，引导企业家

消费者痛点市场价值发现，促使企业家采取逐步改进行动，逐渐获得试验用户的认可与支持，

以驱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Hall等（2014）关注了由德州仪器和索尼推出的第一款个

人AM晶体管收音机的发展，最初由于颠覆性创新产品音质太差而遭到试验用户的怀疑与抵

制，但是它呼吁了一种“青春”文化市场价值发现，促使企业家采取创新行动，逐步改进颠覆性

创新产品，后来随着FM版本的引入，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听众来说音质都有了改进，促进了人们

对颠覆性创新产品的认可与支持。到1979年索尼推出了它的Walkman个人音频播放器，成为许

多人青少年时代的挚爱，备受青少年欢迎。从那时起，一系列电子、摄影和电讯设备不断发展，

带来了连续几代个人设备新的社会技术格局的变化，并随着不断增加的音像功能和表演，创造

出一种新颖的流行通讯和娱乐文化。Von Pechmann等（2015）指出由于前期电动汽车的充电属

性较差而遭到试验用户的排斥与否认，促使企业逐渐优化产品性能，提供了一种可插入标准家

用电源插座的新型充电电缆，以逐渐获得试验用户支持。同样的，早期电子阅读器的性能缺点

引发试验消费者价值冲突，进而引导企业解决早期电子阅读器的硬件问题与系统问题

（Parry和Kawakami，2017）。Roy（2018）指出早期领先用户对颠覆性创新产品电控（EC）机器人

的试错实验（Murmann和Frenken，2006），发现其负载能力表现较差，引发早期领先用户价值冲

突，引导企业家发现电控（EC）机器人改进焦点，从而进行优化设计，以获得试验用户的认可。

从创新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位者与供应商的角度看，颠覆性创新引发在位者、供应商价值冲

突，引导企业家发现在位者市场价值空白、产业供应链矛盾等，推动企业家采取合作、联盟等策

略来获得在位者、供应商的支持，以推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Von Pechmann等，2015；
Hynes和Elwell，2016；Pérez等，2017）。Pérez等（2017）指出，虽然颠覆性创新小型卫星引发在位

者、供应商的价值冲突，但是小型卫星企业发现其缺乏专门发射器以及制造数千个单元的能

力，影响其扩散，但是大型在位者拥有这样的能力，因此驱动两者合作以推动颠覆性创新的发

展。Hynes和Elwell（2016）指出移动语音网络协议（mVolP）颠覆性技术的使用会侵占网络供应

商、应用程序公司等的市场份额，引发供应商价值冲突，因而与供应链中的参与者合作，协同价

值，会推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Parry和Kawakami（2017）也指出推动电子阅读器的发

展需要与供应商等合作以协同价值冲突，以保证充足的供应产品，来共同推动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此外，颠覆性创新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冲突与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也驱动颠覆性创新

合法性动态演化。Bunduchi（2017）关注了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即颠覆性创新组织内部的二级

部门与上级部门因为颠覆性创新产品与主流产品存在强烈的产品开发模式冲突与部门身份发

展冲突，而曾一度被取消。但是随着企业在主流市场业绩的下滑，上级部门认识到颠覆性创新

产品的机会，发现其存在战略重要意义，因此重新对二级部门进行重组、半自治管理，以促进颠

覆性创新产品的开发。同样的，Hooge和Dalmasso（2015）关注了全球汽车制造商的颠覆性创新

研发项目的合法性问题，探究了公司内部研发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及其参与动态对颠覆性创新

项目合法性的影响，内部利益相关者分为技术专家、创新设计策略家和内部合作策略家，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位置和动机不同而引发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严重的价值冲突，驱动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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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以推动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综上，颠覆性创新核心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引导企业家创新市场价值发现，促使企业家

采取行动以实现创新市场价值，进而引发新一轮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

由此，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不断驱动颠覆性创新合法

性动态演化，是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

2.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市场选择与扩散机制

颠覆性创新是一个市场概念（Yu和Hang，2010），颠覆性创新的市场选择存在两种模式

（Schmidt和Druehl，2008），一种是通过创新低端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低端用户需求，称为“低端”
颠覆性创新（Christensen，1997）。这种创新的基础是吸引主流企业忽视的现有市场中的低端用

户，他们与主流客户的性能标准相似，但购买力较低。这些低端客户将颠覆性创新视为次优选

择，但愿意以更实惠的价格接受更低的性能。低端颠覆模式并不会创造新的市场，而是改变现

有市场的游戏规则，引发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另一种模式被称为“高端”颠覆性创新，由真正

的新市场发展而来（Christensen，1997；Govindarajan等，2011；Chen等，2017），颠覆性创新不同

的产品性能标准，引发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吸引了高端新客户或者现有市场无法满足的消费

者，他们从原有的价值网络中走出来进入新的高端市场。

颠覆性创新核心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会引发市场机会发现，进而获得低端市场或高端市

场利益相关者价值偏好，促使企业家采取不同的市场选择进入策略，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

态演化市场选择机制。Hall等（2014）研究关注到颠覆性创新从金字塔收入底部市场（BOP）到
金字塔收入顶部市场（TOP）的市场选择机制。颠覆性创新最初的低端市场进入产品与TOP现
有产品相比具有不同的价值主张（Christensen，1997），其在TOP获得合法性所面对的利益相关

者价值冲突会比较广泛。而在BOP，最初颠覆性创新相对较劣质的产品属性虽然引发BOP消费

者价值冲突，但却足以满足BOP贫困人群的需求，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BOP消费者的

支持。BOP被用作先遣使用场所，以测试颠覆性创新的潜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颠覆性创新

的改进弥补了早期产品性能的缺陷，进而当颠覆性创新进入TOP时，可能会颠覆TOP中的现有

技术。该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分析揭示了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的市场选择机

制。同样的，Hall等（2014）指出半导体白色发光二极管（WLEDs）最初由加拿大的Light-Up-the-
World基金会推广应用于欠发达国家，以取代蜡烛和煤油灯，虽然最初产品性能较差，但是它

极大地改善了欠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期间还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价值

冲突，但是随着产品的逐步改进，最终实现了WLEDs整个照明系统在BOP国家的安装推广，建

立起了BOP市场合法性，并预计可能在TOP国家演变成颠覆性创新，逐步取代TOP的白炽灯的

丝灯和放电管。Geels和Schot（2007）展示了颠覆性创新高端市场选择机制。首先，颠覆性技术

创新在微观层面引发高端市场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Leydesdorff和Leydesdorff，2000），促进颠

覆性创新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应用于新兴高端市场，如果成功的话，它会随着技术体系的拼凑

而增长并在中观层面上传播，形成高端市场选择机制。因此，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

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市场选择机制。

当颠覆性创新在低端或高端市场获得立足之后，会引发更广泛外围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

断、价值冲突和企业家战略行动，颠覆性创新逐步扩散至主流市场，进而颠覆产业制度、行业标

准、市场交易关系，形成产业发展的全新社会情景、制度规则，充分显现颠覆性创新独特的战略

取向特点。伴随新产业规则、制度、标准的确立，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得到核心利益相关者、外围

利益相关者、社会制度情景的广泛认同，其合法性得到稳固，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扩散机制。

Geels和Schot（2007）指出颠覆性创新技术在高端市场获得合法性之后，会在宏观层面逐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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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现有宏观制度，以获得更广泛利益相关者价值协同，在主流市场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技

术范式，替代已有技术范式。Bergek等（2008）通过对可再生电力生产技术（生物能源、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早期新兴市场消费者的培育对于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的

扩散至关重要。Geels（2002）和Klenner等（2013）也指出颠覆性创新在成功颠覆主流市场之前，

必须在低端市场获得合法性。因此，颠覆性创新在新兴市场获得合法性，对于其最终扩散至主

流市场并颠覆整个行业至关重要，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冲突与协同，会形成全新社会情景

与制度规范等，形成颠覆性创新动态演化扩散机制。

透过评价者研究视角，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挑战实质是颠覆性创新物质利益、精神价值、道

德规范等创新价值冲突挑战，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是创新群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

协同进程。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是颠覆性创新合法性驱动机制、

市场选择与扩散机制的内在决定因素。评价者研究视角对于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机理

的阐释，强调对企业家战略行动的关注，侧重于分析企业家创新价值取向、创新战略行动与创

新受众之间的价值冲突分析。评价者研究视角为研究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协

同演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四、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与企业家战略行动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呈现为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Voronov等，2013；Überbacher，2014；
Bitektine和Haack，2015），其中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以及寻求利益相关者价值协

同的企业家战略行动（Navis和Glynn，2011）。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中，企业家创新价

值取向决定其创新战略行动。企业家必须遵循既定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约束和实践

（Krueger和Brazeal，1994；Navis和Glynn，2011），以争取核心利益相关者价值认同，并符合利益

相关者认为可接受的事实。企业家创新战略价值取向、创新战略行动与现存社会规范、利益相

关者价值判断既冲突又一致，利益相关者冲突有利于企业家创新价值发现，引导企业家战略行

动以促进利益相关者价值协同，推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

（一）颠覆性创新企业家战略行动价值取向

颠覆性创新具有独特的市场进入与市场竞争策略，独特的创新合法性创建与扩散策略。这

种独特性集中表现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的制度资本化战略取向（Deephouse和Suchman，2008；
Binz等，2016）。制度资本化战略取向具体表现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不是被动的适应制度环境，

而是通过其创新合法性的制度化得以实现；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不是确定的、已知的、可控的，而

是不确定的，是创新群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的结果，最终形成新的制度。颠覆性创新

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破坏现有竞争价值，显著地改变现有市场需求，从而颠覆其原有的主要

参与者（Markides，2006），最终改变行业规则，重建现有行业的竞争格局，并创造新的行业和市

场（Schmidt和Druehl，2008；Sood和Tellis，2011）。Karimi和Walter（2016）指出互联网和数字化以

及新兴信息媒体业态颠覆了传统报业传媒业态，重新建立新商业模式。路江涌等（2016）通过分

析网约车合法化之路，指出网约车创新颠覆已有制度，使得出租车运营模式、消费理念、管理制

度等都发生了深刻改变，体现颠覆性创新战略取向呈现出制度资本化的特点。Hynes和
Elwell（2016）指出移动语音网络协议（mVoIP）技术将颠覆当前蜂窝通话市场，迫使在位企业改

变其商业模式，并要求互联网和3G/4G供应商处理越来越多的数字语音数据。Von Pechmann等
（2015）指出，电动汽车作为一种系统创新会颠覆已有系统规则，需要多主体共同协作。Christensen
等（2000）指出颠覆性创新正在改变医疗保健竞争格局，护士从业者、全科医生甚至患者都可以

在价格低廉、分散的环境中进行治疗，颠覆以往昂贵的专家医疗竞争格局。因此，颠覆性创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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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坏现存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战略取向独特性，这种战略取向独特性通过颠覆性创新合法性

动态演化进一步得到呈现与反映。

颠覆性创新企业家价值取向是企业家市场机会发现、捕捉、利用的方向，也是市场价值创

造的方向，企业家价值取向决定颠覆性创新价值定位，并进而影响其创新战略行动。企业家会

利用现有制度缺陷或创建制度来推动新规则的建立（Zhang和White，2016；Binz等，2016），以创

新市场价值。Binz等（2016）在研究饮用水再利用系统的建立的不同阶段，指出企业家面临许多

复杂制度，其利用多种制度特点迫使国家公共卫生部开始正式评估这种废水利用的技术方法，

以创新价值。一些制度企业家会为颠覆性创新进行制度创业，其价值取向在创造新制度或改变

现有制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制度企业家是那些对特定制度安排感兴趣的行动者，他们利用制

度空白创造新制度或改造现有制度（Zimmerman和Zeitz，2002；Zhang和White，2016），以创新市

场价值。Zhang和White（2016）在研究光电产业的发展历程中，指出私营太阳光电企业与现有制

度不协调、不一致，企业家通过创造、改变规则等战略行动来创新市场价值。制度企业家通过协

商过程，解释隐喻、修辞等，逐渐消除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冲突，进而在利益相关者中广泛建立共

享价值。Von Pechmann等（2015）指出企业家与电动车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结盟，有利于

价值协同以共同发现创新价值，推动电动车创新系统的建立。因此，企业家价值取向突出表现

为创新市场价值，其战略行动也与创新市场价值相一致。

综上所述，颠覆性创新战略取向突出表现为对已有制度逻辑的颠覆，集中表现为颠覆性创

新合法性的制度资本化战略取向。企业家价值取向是创造市场价值，其战略行动会促进创新价

值的实现。

（二）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对于企业家创新行动的意义

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对于企业家创新价值发现，引导企业家创新战略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Pérez等（2017）指出小型卫星的颠覆性创新会引发与在位者的价值冲突，进而引导企业家发现

在位者价值优势，推动企业家采取合作手段以与在位者共同推进颠覆性创新的发展。Mittlefehldt
（2016）使用历史分析方法，描述了颠覆性可再生新能源在重塑美国能源系统过程中引发的公

民、社区、投资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发现争论往往涉及不同愿景之间的冲突，这些

隐藏的风险和复杂的政治动态使大多数社区不愿意接受，也限制了私人投资与政府激励，由此

引导企业家发现需要解决土地使用、公民权利和资源管理等地方价值冲突问题，引导企业家战

略行动方向。Jorda-Capdevila等（2016）通过对居民、生产者等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研讨会、调

查、头脑风暴等，探索利益相关者的偏好与价值观，发现利益相关者的不同价值，并根据利益相

关者的偏好和价值观来管理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在特定时刻权衡与协同利益相关者价值冲

突，以推进水资源生态服务系统的运营。Von Pechmann等（2015）指出电动汽车与利益相关者

价值冲突，会引导企业家发现产品改进方向与营销模式，进而采取战略行动以提高产品创新属

性与创新营销模式。Osiyevskyy和Dewald（2015）指出颠覆性创新引发与在位者价值冲突，当在

位企业管理者在颠覆性创新中认识到业务增长或额外利润的机会时，他们可能会以某种形式

探索颠覆性创新并抓住机遇，从而推进商业模式的改变（Charitou和Markides，2003）。Wan等
（2015）指出当颠覆性创新与利益相关者产生认知冲突时，企业家会采取行动与利益相关者建

立关系并发展他们的知识（Danneels，2004），以推动人们对颠覆性创新的认知（Govindarajan
等，2011）。Ravesteijn等（2014）指出负责任的颠覆性创新需要确定政府、企业、居民、公共组织

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冲突，引导确立利益相关者多元价值，并分析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产生原

因，建立解决价值冲突的治理机制，并提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会有效解决和防止目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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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等，2014）等价值冲突。Peeters等（2014）指出有效管理创新过程就是从利益相关者的价

值冲突中发现价值，引导企业家战略行动，以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协同效应，最小化冲突效

应。在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中，学习能力建设、单一目标转向多目标机制、关

键人物或组织的参与、试错或逐步改进方法（Hall和Martin，2005）等都是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

协同的有效手段，以共同推进颠覆性创新合法性。

综上，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有利于创新价值发现，引导企业家战略行动，基于评价者视角

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分析，是研究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

战略行动理论分析框架的理论前提。

（三）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分析框架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评价者视角强调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及其异质性，利益相关者价值

判断及其异质性引发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具体表现在物质利益冲突、精神价值冲突、道德规

范冲突。评价者对颠覆性创新本身、创新所引发的制度逻辑改变与企业家创新价值等方面的价

值判断及其异质性，引发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

企业家价值取向是创新市场价值，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引导企业家市场创新价值发现，促

使企业家不断采取改进技术、引导消费、吸引投资、游说政策等战略行动，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

协同。企业家战略行动又引发新一轮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进一步促进企业家发现价值，以采

取战略行动。因此，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利益相关者价

值冲突与协同，实现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

颠覆性创新的核心是引发利益相关者冲突，然后促使外围利益相关者冲突，最终导致社会制度

情景改变，这是一个广泛的市场价值发现过程。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会促进不同市场价值发

现，引导企业家战略行动，以推动颠覆性创新市场选择。因此，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

略行动相互作用，共同驱动颠覆性创新市场选择，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市场选择机

制。颠覆性创新战略取向是制度资本化战略取向，挑战已有社会制度，引发更广泛利益相关者

价值冲突，使全社会对颠覆性创新价值判断持续改变，不断形成利益相关者新的价值判断。在

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作用下，全社会对颠覆性创新的认可、接受程

度不断调整，促进社会在新的技术水平、新的制度情景下，达成社会物质利益、精神价值、道德

规范的广泛协同与共识，并最终形成全新社会制度、社会情景，呈现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

演化扩散机制。由此可见，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企业家战略行动互动关系是理解、分析颠覆

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市场选择机制以及扩散机制的关键。

基于上述综述研究，本文提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该分析框架显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独特战略取向引发制度逻辑的改变，颠覆性创新企业家价

值取向影响创新市场价值定位并进而影响企业家战略行动。评价者研究视角下评价者对颠覆

性创新的价值判断及其异质性表现为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包括对颠覆性创新本身、

创新所引发的制度逻辑改变、企业家创新价值的评价。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有利于企业家创新

价值发现，引导企业家战略行动；企业家战略行动与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互动关系形成颠覆性

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驱动机制、市场选择机制，企业家战略行动推动更广泛利益相关者价值冲

突与协同，推动社会建立广泛共识，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扩散机制。因此，在颠覆性

创新合法性动态演化也即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演化进程中，颠覆性创新合

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有内在关联性，进而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理论分

析框架。

 

12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3期）



五、  未来研究展望

有关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的研究刚刚开启，理论深化尚有很大的空间，未

来的深化研究方向包括：第一，颠覆性创新所面对的评价者类型多样，未来应进一步探索不同

类型的评价者（消费者、投资者等）如何做出颠覆性创新合法性的价值判断。颠覆性创新所面临

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Scherer等，2013），颠覆性创新合法性过程是社

会行动者之间高度有争议的互动过程，受众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不相似可能会产生摩擦与冲突

（Kostova和Zaheer，1999），这就需要进一步多层面分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过程中的利益相关

者价值判断。第二，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是创新一致性与差异性内在冲突的外在表现。颠覆性创

新战略取向的独特性，在于其创新合法性的制度资本化融合管理。未来应基于创新合法性理论

内涵，形成颠覆性创新合法性制度资本化演化及其融合管理特点的理论认识，对颠覆性创新战

略取向独特性给出合理理论解释。第三，颠覆性创新在不同社会情景下所引发的利益相关者价

值冲突有所不同，未来应探究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协同，构建能够反映颠

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特征的动态过程模型；揭示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对于社会价值

协同的意义，进行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协同管理分析，以发现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

者价值协同规律。第四，进一步揭示企业家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进程中引发的价值冲突特点及

其管理策略，研究企业家如何管理、引导利益相关者评价等，以揭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颠覆

性创新合法性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家在颠覆性创新合法性演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此

外，可以进一步确立企业家精神特质评价指标与维度，探究能够反映企业家精神特质的战略行

动与颠覆性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企业家价值观和信念对颠覆性

创新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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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and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forming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Thirdly,  it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and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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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capital （“capital pursuing technology”）. It is a persuasive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external
financing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1） Hypothesis 1: the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of start-ups have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inancial investors. （2） Hypothesis 2-1:
Increasing the  access  of  founding shareholders’  social  capital  to  extern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introducing capital from external financial shareholders; hypothesis 2-2: the attractive force of technical
resources to external capital is stronger in enterprises with more social capital of founding shareholders.
（3） Hypothesis 3-1: The more financial capital is invested, the greater possibility founders do not accept
the  investment  from  external  financial  shareholders;  hypothesis  3-2:  start-ups  with  abundant
technologic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reluctant to accept external financial shareholders.
　　This  paper  proves  the  above  hypotheses  by  using  the  empirical  data  of  companie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before their lis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innovations:  （1）  It  explains financing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consi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equity relationship of start-ups as an active choice behavior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2）  The  du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is applied to research venture financing, and only when “subjective motivation paralleling
objective opportunity”, the equ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rt-ups and venture capital can be established.
（3） It highlights the particularity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studies the signal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In general,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resource base
theory, the financing theory and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explain the financing choice of start-ups.
The conclusions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selection of external shareholders.

Key words: shareholders’  resources; start-ups’  financing; financial  investors;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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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values  and  then  the  strategic  actions  of  entrepreneurs.  The
heterogeneity of evaluators’ value judgment about disruptive innovation is manifested in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are conducive to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s’ innovative
values and guide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and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forms the dynamic evolution driving mechanism,
market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diffusion mechanism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that is, in the process of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and co-evolution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re is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and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thus  form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zing framework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and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legitimacy theory.

Key words: legitimacy of  innovati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stakeholders’  value  conflicts; 
entrepreneurs’ strategic actions;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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